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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来,不少同志对过失犯罪的法定刑问题提出了修改建议。比如,有的认为应适当提

高过失犯罪的法定刑, 也有的认为应适当降低过失犯罪的法定刑, 还有的同志认为过失犯罪的

最高法定刑控制在 15年有期徒刑之内比较合适,但应对某些具体过失犯罪的法定刑作适当调

整。〔1〕有的同志对某些具体过失犯罪的法定刑提出了修改建议。比如,有人建议将道路交通肇

事罪的最高法定刑提高到 15年有期徒刑,并建议增加罚金刑。〔2〕还有人建议适当提高危害公

共安全方面的过失罪和业务过失罪的法定刑, 并适当降低过失杀人罪和过失重伤罪的法定

刑。〔3〕应当承认,这些意见和建议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遗憾的是, 这些意见和建议都是从某一

个方面或某一类犯罪提出的。从某一类犯罪来说,某个建议可能是很好的,但若放到过失犯罪

的整体中去考虑, 往往又会出现新的不协调或不平衡。比如, 不少同志主张将交通肇事罪的最

高法定刑提高到 15年有期徒刑,这是很有道理的,但若对非交通运输人员〔4〕构成的交通肇事

罪也适用这样的法定刑,就又显得不平衡, 因为未区别业务过失和非业务过失的不同。可见,解

决过失犯罪法定刑的不协调问题,不能仅从某一种或某一类过失犯罪着手,必须结合每种过失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罪过程度,从整体上综合平衡, 通盘考虑,方能找到科学、合理的解决办

法。

为了通盘考虑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对现行刑法就过失犯罪规定的法定刑作些分析。

一、现行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及存在的问题

通观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所有的过失犯罪,可以看出, 我国现行刑法对过失犯罪规定的法定

刑(以法定最高刑为标准) , 分为如下三个档次:

第一档次为 15年有期徒刑,只适用于第 133条规定的过失杀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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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

〔3 〕

〔4 〕这里所说的非交通运输人员,不是指没有驾驶执照而临时从事交通运输工作的人员 (此种人在构成交通肇事罪时,应

按交通运输人员对待) ,而是指步行人、骑自行车人、赶马车人等等。此类人员违反交通规则从而引起重大交通事故

的,也应构成交通肇事罪。但因主体不是交通运输人员,其法定刑应低于交通运输人员构成的交通肇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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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档次为 7年有期徒刑, 适用于除过失杀人罪和玩忽职守罪之外的一切过失犯罪,其中

包括第 106条第 2款规定的失火罪、过失决水罪、过失爆炸罪、过失投毒罪;第 110条第 2款规

定的过失破坏交通工具罪、过失破坏交通设备罪、过失破坏电力煤气设备罪、过失破坏易燃易

爆设备罪;第 111条第 2款规定的过失破坏通讯设备罪; 第 113条规定的交通肇事罪;第 114

条规定的重大责任事故罪; 第 115条规定的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肇事罪;第 135条规定的过

失重伤罪和第 186条规定的过失泄密罪。

第三档次为 5年有期徒刑, 只适用于第 187条规定的玩忽职守罪。

分析以上三个档次,不难看出,我国现行刑法对过失犯罪规定的法定刑至少存在如下三个

问题:

(一)没有体现出对业务过失罪较一般过失罪加重处罚的基本原则。业务过失罪,是指行为

人在业务活动过程中违反特别注意义务造成危害社会结果的过失犯罪。所谓业务,是指人们社

会生活中经常反复进行着的工作,如医务工作、交通运输工作等等。多数国家的刑法理论都认

为,从事一定业务的人, 其业务上的认识能力较普通人为强,其业务上的注意义务较普通人为

重,若怠于业务上之注意,其过失责任自应较普通人为重。〔5〕故此,许多国家在刑法中都确立

了对业务过失罪较一般过失罪加重处罚的原则。比如,日本刑法对于因玩忽业务上必要之注意

而致人死伤的较因一般过失致人死伤的加重5年以下的惩役或监禁。此外罗马尼亚刑法、俄罗

斯刑法、韩国刑法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刑法都有类似的规定。但我国刑法却反其道而行之,不

但没有对业务过失罪较一般过失罪加重处罚,反而对一般过失罪较业务过失罪加重处罚。比如

对过失杀人罪规定的最高法定刑是 15年有期徒刑, 而对交通肇事、重大责任事故等业务过失

罪规定的最高法定刑仅 7年有期徒刑。这在世界刑事立法上是极为少见的,明显地违背了罪刑

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二)没有体现出对公共安全的重点保护。所谓公共安全, 是指多数人(包括特定和不特

定)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公共安全与单个人的人身安全相比,显然前者重于后

者。因而,刑法对公共安全的保护自然应重于对单个人身安全的保护,对侵害公共安全的过失

犯罪的处罚自然也应重于侵害单个人身安全的过失犯罪。然而,我国刑法却不是这样,而是对

后者的处罚比前者还要重。比如,对过失杀人罪最高可处 15年有期徒刑,而对失火、过失爆炸

等危害公共安全的过失犯罪,最重只处 7年有期徒刑。这严重违反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三)对职务上的过失犯罪处罚过轻。现行刑法对玩忽职守罪规定的最高法定刑仅 5年有

期徒刑,这在过失犯罪中是最低的(仅占过失杀人罪最高法定刑的 1/ 3)。为什么对玩忽职守罪

如此宽容? 这可能是因为玩忽职守罪属于职务上的过失犯罪。对职务上的过失犯罪给予较轻

处罚的作做法,前苏联刑法学家们早就提出过异议。〔6〕这种过失的罪过程度与业务上的过失

几乎相同, 而且,它除了侵犯国家机关的管理活动外,还常常侵犯公共安全, 这说明, 其社会危

害性一点也不亚于既属于业务性过失又侵犯公共安全的重大责任事故罪,但刑法却对它规定

了最轻的法定刑。这显然不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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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我国现行刑法对过失杀人罪规定的法定刑最重,这似乎是为了

突出对人的生命权利的重点保护。然而,某些危害公共安全的过失犯罪如失火罪、重大责任事

故罪、过失爆炸罪等对人的生命的危害更为严重(新疆克拉玛依失火案一次就造成 400多人死

亡) ,却规定了较轻的法定刑。这就使人觉得对过失杀人罪规定最重的法定刑有点莫名其妙。再

看,对危害公共安全的过失犯罪的最高法定刑都是规定为 7年,似乎是为了求得一定的平衡和

统一。然而, 过失重伤罪和过失泄密罪并不危害公共安全,却也把最高法定规定为 7年。这些

情况足以说明,现行刑法在对过失犯罪规定法定刑时,没有确立一个合理的标准。

二、应当从整体上重新确立过失犯罪的法定刑

由上文可以看出, 从整体上重新调整各种过失犯罪的法定刑, 是刑法修改中必须予以考虑

的一个重要问题。而要重新调整过失犯罪的法定刑,必须要确立一个基本标准。也就是说,哪

种过失犯罪的法定刑最重, 哪种过失犯罪的法定刑最轻, 要有一个准确的依据和理由。

在刑事立法上,确定某种犯罪的法定刑,一般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该罪的罪过程度,二是

该罪的危害程度。就过失犯罪来说, 虽然从主观上看都是过失,从客观上看都必须造成严重后

果,但仔细分析,不同的过失犯罪在罪过程度和客观危害上仍有较大的区别。从主观上看,有业

务过失和一般过失之分。业务过失的罪过程度显然重于一般过失。这正是许多国家对业务过

失罪较一般过失罪加重处罚的原因所在;从客观上看,有些过失犯罪侵害的是公共安全,一次

就能造成数十人甚至数百人死亡; 而有些过失犯罪侵害的不是公共安全,只会造成个别人死

亡。显然,侵害公共安全的过失犯罪的客观危害要重于一般过失犯罪。因而,对侵害公共安全

的过失犯罪较非侵害公共安全的过失犯罪加重处罚,也是许多国家刑事立法的一个基本原则。

由此可见,业务过失和侵害公共安全,正是加重过失犯罪法定刑的两个基本情节。当然,这两个

情节也有轻重区别。就其社会危害性而言,显然,前者的严重性要重于后者。

依照过失犯罪是否侵害公共安全和是否属于业务过失,我们可以把过失犯罪划分为如下

四类,以便对其确定不同的法定刑:

1. 既属于业务性过失又危害公共安全的过失犯罪,如重大责任事故罪、交通运输人员构

成的交通肇事罪、玩忽职守罪等等; 2. 不属于业务性过失但危害公共安全的过失犯罪, 如失火

罪、过失爆炸罪、非交通运输人员构成的交通肇事罪等等; 3. 虽属于业务性过失但并不危害公

共安全的过失犯罪,如医疗事故罪等; 4. 既不属于业务性过失也不侵害公共安全的过失犯罪,

如过失致死罪、过失重伤罪等。

一目了然,上述第一类过失犯罪具有两个加重〔7〕情节,第二和第三两类过失犯罪各具有

一个加重情节,而第四类过失犯罪一个加重情节也没有。也就是说,这四类过失犯罪的社会危

害性和罪过程度是依次递减的,第一类最重,第四类最轻。假如以 15年有期徒刑作为过失犯罪

法定刑的最高限度的话(这是多数人的意见) ,那么, 依据过失犯罪在社会危害性和罪过程度上

的这种递减次序, 我们便可以对过失犯罪的法定刑进行通盘考虑, 作出如下调整和修改:

第一,对既属于业务性过失又侵害公共安全的过失犯罪(如重大责任事故罪、玩忽职守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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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这里所说的“加重”,不是量刑中的加重,而是指立法上在规定法定刑时的加重。在立法时,对于有加重原因的过

失犯罪规定的法定刑,应比无加重原因的过失犯罪为重。



由交通运输人员构成的交通肇事罪)应规定过失犯罪中最重的法定刑,即应将其最高法定刑从

7年有期徒刑上调到 15年有期徒刑;

第二,对不属于业务性过失但侵害公共安全的过失犯罪(如失火罪、过失爆炸罪、非交通运

输人员构成的交通肇事罪等)应规定较重的法定刑, 建议将其最高法定刑从 7年有期徒刑上调

到 12年有期徒刑;

第三,对虽属于业务性过失但不侵害公共安全的过失犯罪应规定适中的法定刑,建议将其

最高法定刑从 7年有期徒刑上调到 10年有期徒刑。其中的医疗事故罪,考虑到医疗业务属于

治病救人的特殊业务, 考虑到医务人员的短缺和世界各国对此种过失犯罪都从轻处罚〔8〕的因

素,建议将这种过失罪的最高法定刑从轻规定为 5年有期徒刑。

第四, 对既不属于业务性又不侵害公共安全的过失犯罪(如过失杀人罪)应规定较轻的法

定刑,建议将其最高法定刑从 15年有期徒刑下调到7年有期徒刑。其中,过失重伤罪的最高法

定刑应从 7年有期徒刑下调到 4年或者 3年有期徒刑。

不难看出, 按照上述原则对过失犯罪的法定刑作通盘考虑,重新调整之后,所有过失犯罪

的法定刑就显得合理有序, 而且充分体现了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按照

我们的观点, 对于交通肇事、过失泄秘等过失犯罪,应区别业务过失和非业务过失的不同,分别

规定出不同的法定刑。

三、应当确立过失严重危险的犯罪构成和法定刑

传统过失犯罪的构成, 皆以过失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结果为必备要件。但如今,在现代

科技的影响下,这一传统的过失犯罪理论已从根本上受到了动摇。1987年,美国的一名飞行员

驾驶满载旅客的飞机从美国飞往伦敦,在降落前忘了打开升降器。在着陆前几秒种,地面指挥

人员突然发现并迅速通知飞行员,该飞行员匆忙驾机升高,在空中盘旋一圈, 放下升降器后,再

次着陆,才避免了一场灾难。美国司法机关对该飞行员以过失罪进行了起诉。他们认为,该飞

行员的这一过失,虽然由于发现及时而未造成严重后果,但其危险性极为严重,因而构成了过

失犯罪。〔9〕为什么美国对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过失也以过失犯罪进行起诉呢?这是因为,在现

代科技条件下, 随着尖端技术在生产、运输等领域中的应用,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和运输

效力,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增加了生产和运输中的危险性。从事危险业务的人员,工作中稍有疏

忽,就会造成极其惨重的危害后果。因此, 社会要求从事危险业务的人员在工作中必须万分小

心谨慎,任何丝毫的懈怠和疏忽都是不能容忍的。这种懈怠和疏忽,即使未造成实际的危害后

果,但由于它在客观上存在着造成严重危害结果的极大的危险性, 因而有必要作为过失犯罪加

以惩罚。在国外, 除美国有这样的司法实例外, 许多国家还有这样的立法例。他们在刑法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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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拙著:《过失犯罪论》,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144页。

在外国,对医疗事故罪的处理,通常都是由法院判决经济赔偿,很少有判刑的。在丹麦、比利时等国,法庭对造成

医疗事故的医师判令停止从业是最重处分。但因考虑到医疗工作的特殊性及有一定的危险性,法庭对判令医师

停止从业特别慎重,至今还没有医师受停业处分的先例。在美国,对医疗事故处理主要是经济赔偿,只有当医院

院方告发医务人员触犯刑法时,才有可能负刑事责任,但这种情况十分少见。日本对医疗事故的处理也是经济赔

偿,而且从七十年代开始实行“医师赔偿责任保险制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医务人员的赔偿责任。国外这

些对医疗事故处理的作法,值得我们借鉴。



确规定,严重违反与现代科技有关的安全法规, 过失地造成发生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就构成

过失犯罪。如巴西刑法典第256条规定,过失引起倒塌或崩溃,使他人的生命、健康或财产遭受

危险的,处 6个月至 1年监禁; 〔10〕意大利刑法典第 450条规定:“因自己过失之作为或不作为

引发铁路车祸、火灾、毁船、沉船、或其他浮动建造物沉没之危险或使其危险存续者, 处 2年以

下有期徒刑”。〔11〕此外,奥地利刑法典第 177条、德国刑法典第 310条 a项、印度刑法典第 336

条、瑞士刑法典 225条以及俄罗斯等国家的刑法典都作了类似的规定。这说明,受现代科技的

影响,过失犯罪的构成已不再以危害结果的实际发生为必备要件。

不能不承认, 国外这种立法和司法实践是很有道理的,这对于预防过失行为给社会造成的

严重后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知道, 过失行为人虽然不希望或者根本没有预见到危害结

果的发生,但他们违反防范法规(交通安全规则、安全技术规则等等)却常常是故意的。对这类

故意违法行为若不给以必要的、及时的刑罚震慑,坐等严重后果发生之后,才去给以惩罚,那就

成了十足的“马后炮”, 不会产生足够的预防效力。因此,笔者建议趁刑法修改这股东风,在我国

刑法中也建立起过失严重危险的犯罪构成。

过失地给他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财产造成严重危险的过失行为,在实践中是屡见不

鲜的。比如, 让人在危险部位没有防护设施的发电机旁工作或者在没有保险带的高空中作业、

把剂量大大超过医生处方可以置人死亡的有毒药品付给病人、把刹车装置失灵的汽车驶入交

通干线、酒后驾车或者在非高速公路上超高速驾车, 等等。在这些或者类似的场合,都包含着发

生严重后果的极大的危险性。将此类行为规定为过失犯罪,对于保护人们的生命、健康和重大

公私财产的安全, 显然是十分必要的。当然,在立法上,要严格限制条件,以防扩大过失严重危

险犯罪构成的范围。按照各国通行学说,过失严重危险的犯罪构成, 应当具备如下几个条件:

( 1)行为人违反了有关的安全法规操作规程; ( 2)必须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危险; ( 3)对于造成的

危险状态,行为人主观上只能是过失; ( 4)没有实际发生危害后果; ( 5)所以没有实际发生危害

后果,是因为某种偶然的因素——他人的干预或处于危险状态中的人有所警惕,而不是因为危

险本身不严重。

如果我国刑法能够适应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和世界刑事立法的潮流,在刑法中也建立起

过失严重危险的犯罪构成, 那么,这种造成严重危险的过失犯罪应当归于前文所述四类过失犯

罪的第一类, 即既属于业务性过失又危害公共安全的过失犯罪。但由于此种过失犯罪只是造成

严重危险,没有实际造成严重后果,因而它应属于前述第一类过失犯罪的一个分类。就其社会

危害性而言, 则明显地轻于前述所有的过失犯罪。也正是因为如此,此种过失犯罪的法定刑应

比前述所有的过失犯罪都轻。故此我们建议,对此种造成严重危险的过失犯罪的最高法定刑,

规定为 2年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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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台湾“刑法研究修正委员会”翻译出版:《各国刑法汇编》,第 1591页。

参见中国政法大学刑法教研室编:《外国刑法研究资料》第 6辑,第 266页。


